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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之国丝绸起源与发展的文化解读 

谭继和1 刘平中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1） 

【摘 要】天府丝绸有其独特的历史始源，特殊的形成过程与发展历程，蕴含着不断吐故纳新的强大生命活力与

文化活态基因。天府丝绸发展，具有自身的文化特点：远古多地起源、同步发展的特征；秦汉代天府之国的重要经

济支撑；唐宋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明清“丝绸之都”的销解。 

【关键词】天府；丝绸；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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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府丝绸的远古起源 

黄帝时代，有“垂裳而治”的传说。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妻，嫘祖发明养蚕织丝

之法，教民育蚕治丝，制作丝织的服饰。黄帝“垂裳而治”天下，一方面表明，正是他教化民众穿丝绸衣服，遵守礼仪教化，

才使原始人类朝着文明发展的方向进步；另一方面，说明我国是世界上很早开始养蚕缫丝和织绸的国家。 

黄帝与嫘祖有子名昌意。后昌意降居于（四川境内）的若水。昌意娶蜀山氏之女而生高阳，高阳即颛顼。颛顼后来继承了

帝位。作为远古时代的历史传说，其历史的真实性的确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但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黄帝部落与蜀山氏部落

联姻的事实。嫘祖养蚕、缫丝和制衣的技术随着部落联姻，被传播到蜀山氏居住的岷江流域的原始部落。这是传说时代关于天

府丝绸起源的文化历史。换句话说，天府丝绸的文化起源，至迟在上古的颛顼时代已有一定的存在。 

在古蜀历史上，曾相继出现了蚕丛、柏灌、鱼鬼、鳖灵和开明五个时代。“蚕四，的字面意思，就是蚕聚集成团成堆之意。

蚕，最初仅是原始民族的一种食品，后来人们发现蚕丝可以制作绳索、网具等生产和生活根据，这是对蚕的另一种功能的重大

发现和利用。嫘祖子孙娶蜀山氏之女的部落联姻方式，在促进部落间的交流外，主要是把嫘祖养蚕制衣的技术传播到了蜀地的

蚕丛部落。岷江流域的蚕丛氏，也就成为蜀地原始部落中第一个养殖蚕和蚕蛹的部落。此外，从字源学的角度看，“蜀”字的象

形最早就是一条“蚕”的形状，说明蜀地与蚕的确在远古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联系。从采集蚕作为主要食品到学会用野

蚕丝、柞蚕丝制作生产工具与衣服，扩大了蚕丝在氏族部落生产生活中的作用，这是蚕丛时代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 

考古学上丝绸发现的起源。根据三星堆考古发现可以推测，这一时代大致相当于古蜀历史上的柏灌、鱼凫时代。从三星堆

青铜立人所穿的外衣的纹饰、形状可以判定，它不是兽皮也不是麻或者草制作的衣服，而是丝绸锦绣制品。它的存在雄辩地说

明这一时期蜀地养蚕制衣的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属于丝绸技术趋向成熟的时代。杜宇开明时代，大致相当于从金沙

到战国时代。这一时期的丝绸已经有了更大、更为广泛的用处，丝绸的生产与技艺也有较大的进步。这从十二桥船棺葬中发现

的丝绸服饰可见一斑。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传说时代与考古时代天府丝绸文化的主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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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丝绸以及天府丝绸的起源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和思考。 

一是丝绸的起源，是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的。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穿树皮、草绳、兽皮衣服，最多不过穿麻织衣服。这

就是原始时代的所谓“衣服”的概念。从兽皮、麻衣到丝绸制作的衣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考古发现的证据可以证明，

人类在原始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发明和利用丝绸制品了。可以说，丝绸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象征与标志。人们制作和穿着丝

绸的衣服，不仅有了礼仪之感，懂得了羞耻之心，而且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审美需求与文明心理。 

二是蜀中历史上的丝绸，起源于缎。最早的蜀中先民，通过在砧板上捶打野生蚕丝、家养蚕丝等方法，制作了生产生活所

需要的缎制品。在掌握制作利用缎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制作工艺水平较高与使用范围更广的锦，后来又学会了用丝线在锦上刺

绣的技艺，并以丝线刺绣制作锦绣。从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青铜立人的衣服纹饰、图案可以证明，此时人们制作锦绣的技术已经

比较成熟。 

天府丝绸来源于缎，这是天府丝绸起源的一大特点。人们先学会制作缎然后再制作锦，并在灌锦江中洗涤。以江水灌洗后

晾晒的锦色彩特别鲜明，以至蜀锦闻名天下，此后遂有灌锦江优于他水之说。这是天府丝绸的又一重要特点。 

以上是我们关于天府丝绸由缎而锦，再发展成为锦绣的大概历程与情况的主要认识。 

三是丝绸作为文明的象征，如文明的产生一样也是满天星斗式的，是多地、多元同时起源、同步发展的。在长江流域和黄

河流域的很多地域文化中，都同时出现了有关丝绸起源的传说这一又去形象。正是对这山认识的有力证明。与巴蜀文化作为中

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天府之地也是中华丝绸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四是现在发现的考古证据可以证明，丝绸文明具有多地起源的理论特征。如巴蜀文化、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等，几乎都是

在距今 6000 年左右同时产生的。在江浙、新疆等地有关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中，分别发现了距今约 6000 年、7000 年或者 8000

年前的丝绸，这恰好证明不同地域文化中有关丝绸的起源-有不同的独立始源，同时也有不同的特点。 

天府丝绸文明经历了先有缎然后有锦，然后在锦上刺绣，最后由锦绣发展到现代意义丝绸的漫长过程。这就是“蜀锦出绣”

与众不同的独特发展演变历程。 

在天府丝绸文化中，一直有大量关于嫘祖出生在四川境内盐亭的传说。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文化现象。丝绸行业供奉的行

业神，一般是丝绸最早的发明者。嫘祖作为传说中养蚕制丝的鼻祖，追溯嫘祖为行业祖神是比较自然的事情。实际上，很多丝

绸业发达的地方，都有关于嫘祖出生地的传说或在当地发明丝绸的传说。这都是后代丝绸业发达地区在供奉嫘祖为祖神后，自

我附会的关于嫘祖的传说以及关于嫘祖的神话。其中，主要包括青衣神与嫘祖结合、嫘祖西陵氏在四川盐亭，等等。这实际上

是纪念、尊奉嫘祖的一种传说文化的四川存在而已。 

盐亭作为历史上丝绸行业重要的繁盛之地与中心，兴起嫘祖文化传说不足为怪，但就此认为嫘祖为历史上的盐亭人，则需

要持谨慎与科学的态度，如有关嫘祖姓王名凤、生于盐亭等传说，显然是民间习俗与民间文化传统的现实表现。实际上，无论

是关于嫘祖之名或是嫘祖的姓，都不可能是原始时代人的真实名字，因为她与皇帝所处的时代根本没有这样命名的可能。这些

关于嫘祖名或者姓氏之说，显然是历史时代出现后人的名字。这从另外的角度证明，有关嫘祖姓氏的说法的确是后来行业发展

后才产生的文化传说，是后世行业文化附会的结果。仔细考察，上述关于嫘祖的文化传说，不只盐亭才有，而是在栽桑养蚕或

丝绸业发达的地方都有相类似的传说。仅四川而言，间中、西昌、宜宾、乐山等地，均可以见到供奉嫘祖的习俗或关于嫘祖出

生地的传说。不过，盐亭、南充长期以来把嫘祖作为丝绸行业的鼻祖或者祖神的进行供奉，说明盐亭、南充等地在历史上是丝

绸行业比较发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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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嫘祖出生盐亭的传说，是作为文化史真实的文化，是人们对丝绸祖神文化信仰的一种反映。所以，今天把嫘祖文化作

为非物质文化加以传承，尊重嫘祖及其文化传说，是可行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本身，还存在一定的

距离。因为，不仅在四川有关于嫘祖养蚕制衣的传说，在江苏、河南等地也有相似的传说。如在苏州，嫘祖还被说成是一位苏

州姑娘，同样流传着大量关于嫘祖出生地或发明丝绸的传说与故事。 

关于嫘祖出生地的西陵氏，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均有这样那样的文化传说，这正好说明丝绸文化多元兴起、多地起源的

理论是正确的。丝绸文化多地起源是与中华文明的多地起源、多元一体从历史上说是一致的，是同一文明形象的不同表现形式。

正像我们在追溯文明始祖时，都以黄帝作为标志一样。丝绸文明把嫘祖作为始祖或者鼻祖，实际上是把她作为某种文化标志在

看待。所以，全国各地都在供奉嫘祖，都把她当作本地丝绸业起源的祖神。这种丝绸祖神信仰与丝绸起源的传说，是我们民族

共同的、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的历史记忆关于丝绸纺织技术的经验、知识、智慧的现实传承，最后以文化的形

式累积到嫘祖身上的结果而已。 

因此，我们有关于嫘祖出生地的文化传说，没有必要就此排斥其他地方也有关于嫘祖出生地的文化传说。我们可以开发利

用嫘祖文化资源，并不等于说其他地方就不可以开发、利用嫘祖文化资源。从根本上说，都是对于丝绸文脉的传承、丝绸活态

文化基因的利用。所以说，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丝绸文化史，虽然它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的确是真实的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丝绸文明的源起问题，必须特别重视的一点是-多元一体的文化起源观。就此而言，南充宣称自己是丝

绸的起源地，成都也可以宣称自己是丝绸的起源地。从丝绸文化的传承与利用而言，二者是并行不悖的，是可以自行发掘与利

用的。 

由原始兽皮、树叶衣演变为黄帝的“垂裳而治”，是一个较长的文明生长时代。这一时期几乎涵盖整个新石器时代早期，即

从公元前八千年到五千年的一万多年的时间。在整个人类文明产生的时代，都可以说是丝绸文化转变成丝绸文明的时代。这正

是成都乃丝绸发源地之说的文化基础与历史基础。我们说，成都是丝绸的起源地，是丝绸文明的故乡，正是以人类多元文明起

源理论为基础的。 

二、汉代蜀锦的繁盛 

蜀锦和蜀绣的结合，最早出现在汉代，是天府丝绸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与不朽的成果之一。考古证据证明了西汉时期蜀中

丝绸发达的事实。 

2012 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的一座西汉墓地中，出土了四部竹木质地的织机模型。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完整的西汉时期蜀锦

织机的模型。这四部织机模型，正是提花机的原型，是天府丝绸文明的典型标志物。与四部织机同时出土的，还有 16 具刺绣的

木偶与纺织工人的模型。提花织机机械与刺绣工、织机工的同时出现，说明西汉时成都蜀锦的制作已有明确的分工，规模已经

发展到手工工场的初级阶段。这些织机的发现，雄辩地证实了成都就是丝绸之路的南方起点与产品生产地的历史事实。 

汉代时，蜀锦的制作水平相当高。其生产、销售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已有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如“锦官城”“锦城”

“锦里”这些成都的别称，都是因为成都出产蜀锦而得名。这些别称，都是从两汉三国时代开始的。如晋常壕《华阳国志》云：

“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其道西城，故锦官也。”
[1]
东晋李膺《益州记》也说：“锦城在益州南，竿桥东，流

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
[2]
都充分证实了两汉三国成都制锦业发达的事实。 

在汉晋的古人辞赋中，不乏有关蜀锦制造交易的繁盛情况，反映了两汉成都织锦业曾经的不朽成就与辉煌。如《西京杂记》

在论及司马相如词赋创作技巧时云：“词赋者，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3]
正是司

马相如借助织锦之法，织锦之心，构思与写作大赋的。用织蜀锦的方法形象地形容写作的技法，表明西汉时，织锦业和织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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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生活普遍的形象。扬雄在《蜀都赋》中云：“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彩，传代无穷。”
[4]
则反映

了当时成都织锦的优美与奇巧。《蜀书·诸葛亮传》云：“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5]
说明诸葛亮治蜀，已经把养蚕

织锦视作富国强兵、支撑北伐中原的重要经济支柱。三国时蜀人谯周《益州志》说：“织锦既成，灌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

成。”
[6]
说明此时的成都城中，织锦技术和漂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常朦《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亦载：“其道西城故锦官也，

锦江织工灌其中则鲜明，灌他江则不如。”
[7]
说明用成都南河水灌洗出的蜀锦，具有比其他江水灌洗更加艳丽，品质也更加优良。 

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颇为细致地记载了巴蜀的物产、山川、风俗情况。他在《蜀都赋》中特别描绘了成都养蚕

织锦的繁盛情形。他说：“栋宇相望，桑梓接连。„„百室离房，机抒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赢金所过。
[8]
描

绘了当时成都栽桑养蚕，千家百户，机抒之声相和，织锦、灌锦和贩运蜀锦的繁荣景象。 

以上辞赋中有关蜀锦生产、制作和销售的记载，表明天府蜀锦不仅有独特的制作技术，特殊的灌洗水源，而且一度被作为

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充分证明从两汉三国到两晋之际，天府丝绸锦绣制作技术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的事实。 

伴随着漆器的对外流通，天府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远销到蒙古、朝鲜、中亚和西亚等许多域外国家和地区。1995 年，在新

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座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刺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一件刺有“五星出东

方，讨南疆”的文字锦帛。该锦帛织有星纹、云气纹以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瑞禽兽纹，具有明显的汉文化特征。该锦帛

色泽鲜艳，组织结构繁褥，织样诡秘神奇，被证实是蜀锦中的上等佳品。在蜀锦上绣文字、山河与鸟兽图案，证明当时的人们

已经掌握在绣缎上刺绣的高超技艺，蜀锦与蜀绣同时存在，并已经有了很好的结合。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块锦帛，本是作为射箭护臂所用之物，但从今人的视角看，却蕴含了丰富的商贸、历史信息与

文化信息：一是表明蜀锦在丝绸之路上很早就是交易、交贸的重要商品；立是表明成都很早就加入了北方丝绸之路，而且与北

方丝绸之路重镇长安一样，都是全国商业交贸网络的中心。以蜀锦蜀绣为代表的成都，已经成为了全国重要的丝绸中心，是名

副其实的丝绸产出地；三是有关“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图案，还蕴含了非常重要的文化信息。如《史记·天官书》云：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利中国。”
[9]
这在《汉书》《晋书》《隋书》中亦有相似的记载。所谓“五星”一般学者认为是岁星、

荧惑、镇星、太白和辰星等五星。按照儒生们的解释，如果五星同时出现在东方天空中，则对中原王朝对外用兵非常有利。在

蜀锦上刺绣反映这一思想的文字，说明蜀锦很早就承担了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即把关于大一统中国、中华正统观、以中原文

化为凝聚向心力的中心等思想，以及各地都向中原凝心聚力等文化意识向外传播出去。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巴蜀文明很早

就向往中原文化核心这一事实。这段蜀锦的发现，就是最好不过的历史证明。通过蜀锦把中华文化大一统的思想传播到西域、

传播到海外，还从一定程度证明了成都很早就把中华大一统思想的核心-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思想在向外积极传播。这是

巴蜀文化很早就有的重要的历史传统。这块锦绣的发现，有利于我们今天讲好丝绸之路的故事、讲好蜀锦的故事。 

此外，作为东汉晚期三国时的物品“五星出东方，讨南羌”锦帛所蕴含的思想而言，还反映了当时历经战乱之苦的人们希

望大一统以及反对国家分裂、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以及向往安定统一的愿望。它与“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利中国”

锦帛一样，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值得现在的人们借鉴与利用。 

三、唐宋天府丝绸锦绣 

唐宋之际，成都织锦刺绣产业相当繁盛，号称“扬一益二”。客观上反映了蜀锦作为全国重要的商贸产品的事实。唐宋之际，

蜀锦与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广西壮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所谓“锦上添花”“繁花似锦”等成语，正源于此。唐代的蜀

锦蜀绣虽然现存实物不多，但从时人的诗文中不难发现有关蜀锦生产、制作和交贸的盛况。如杜甫有诗云：“晓看红湿处，花重

锦官城”“承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等。刘禹锡在《浪淘沙》之五云：“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

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前半首写锦江春色美景，后半首写女郎濯锦情形，盛赞蜀锦生产之繁华景象与洗涤技艺之美。唐

代蜀锦品质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特别在花式纹样上别出心裁、巧夺天工，计有“单丝碧罗笼裙”“四川十样锦”“蜀锦裙”“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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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锦”“落花流水锦”等各色花样。唐代陆龟蒙在《记锦据》中云： 

（侍御史赵郡李君），好事之士也。„„乃出古锦裾一条示余。幅长四尺，下广上狭。下阔六寸，上减下三寸半，皆周尺如

直。其前则左有鹤二十，势若飞起；率曲折一胫，口街葩莩□；其右有鹦鹉，耸肩舒尾，数与鹤相等。二禽大小不类，而隔以

花卉，均布无余地。界道四向，五色间杂，道上累细细点缀：„„
[10] 

从纹样绣制、图案布局以及色彩的灵活运用，可见唐代蜀锦的制作技术之高超。 

在唐代蜀锦中，“陵阳公样”锦绣在图案内容选择、图饰花纹设计方面，堪称蜀锦典范。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介绍

益州行台官窦师纶设计制作的蜀锦蜀绣时说： 

窦师纶，字希言，纳言陈国公抗之子。初为太宗秦王府谘议，相国录事参军，封陵阳会。性巧绝，„„凡创瑞锦宫绫，章

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本师纶，至今传之。
[11] 

由窦师纶设计的对难、斗羊、翔风、游麟等纹样被称作祥瑞之锦，大大丰富了蜀锦蜀绣的制作技艺。其所设计的图案被后

世人称为“陵阳公样”，代表了蜀锦蜀绣制作技艺的高超水平。 

四、明清“丝绸之都”的销解 

有关宋元之际四川锦绣的记载，现在留存至今者较多。如宋代诗人在苏洞在《濯锦江》中说：“机丝波影借光华，巴女临流

住几家。争向芳菲偷锦样，织成平白溅江花。”将蜀锦的生产制作的精巧技艺、蜀锦的现状样式、质地美感，描绘多姿多彩、栩

栩如生。元人费著在《蜀锦谱》中说：“蜀以锦擅名天下，故城名锦官，江名濯锦。”元以来，随着元蒙战争对四川经济、社会

的剧烈破坏，蜀锦蜀绣制作技艺传人的几乎消失殆尽，蜀锦蜀绣制作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在整个元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急剧下降甚至趋于消失。明代中前期，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蜀锦蜀绣产业、商贸又有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蜀绣与苏绣、粤

绣、湘绣同闻名于世，被称作中国“四大名绣”，蜚声中外。蜀绣绣品包括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等题材。其形式、层次、色

彩、空间的表现，以至于针法及装饰效果，均有新的创意。特别是“十字绣”技法，充分体现了蜀绣在技巧上继承创新的特点。

如双面绣的技法，经过今人的现代化改造，已经绣制出了双面绣的熊猫。其中，同形与异形的熊猫绣，图案优美、熊猫神态悠

闲、活泼，是蜀绣与现代文化艺术巧妙结合取得的重要成果。作为丝绸行业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针法与技艺为蜀绣走

向境外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蜀绣的现代化发展、高品质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但明清时期的蜀绣产品，无论制作技艺、产

品质量还是市场占有份额，已远不如汉唐时期。特别是随着海上航运业的发达，成都作为丝绸产品源头、输出中心的地位不断

下降。成都作为丝绸之都的地位随着明清社会、经济与交通的改变被销解，而丝绸作为成都城市发展重要支柱的历史地位与作

用逐渐被崛起的瓷器、茶马交易所代替。 

需要指出的是，“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本来是指西汉（前 202 年-8 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

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因为这条路上主要贩运的商品是中国的丝绸，故得此名。

但它广为流传并被世人所接受，则是 1877 年的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 114 年至公

元 127 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开始的。但是，“丝绸之

路”一词的内涵、价值与意义，远远超出了部分历史学或者考古学者所定义的狭义范围。最显著的一点在于：它的价值与内涵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意涵，并有新的意义指向与重点。它所特有的开放性、与时俱进的特点，随着社会文化的不

断发展而不断变化，在不断根据现实需要进行丰富或损益。仅就天府四川而言，“丝绸之路”的在农耕文明时代最早的或者说最

基本的内涵，不过是指丝绸的生产、交易、制作技艺的产品中心以及运输的主要通道。随着近代天府四川在全国乃至世界政治、

经济、军事和文化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四川对外交流输出与引进路线的变化，天府丝绸的意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所指也有新

的对象，或被替代或被减少或被增加的情况都是存在的。如在宋元之后，随着茶马互市的兴起，丝绸作为经济和战略产品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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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下降，天府丝绸之路的作用、地位也就大不如前、悄然变化；特别是随着元代海上航运运输的兴起，四川作为丝绸之路产品

源头、技术研发中心和输出基地的等地位逐渐被弱化。天府丝绸在对外交流中的地位与秦汉时期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

是，作为天府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对象和四川发展繁荣的历史贡献者和时代见证者，天府丝绸丰富的活态基因与文化影响力始

终在不断延续，随着时代的步伐以崭新的形式不断出现。特别是信息化的今天，天府丝绸之路的价值与意涵正被不断注入新的

内容与活的力量，正在被赋予新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使命与意义，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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